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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甜菜女王》中，家宅是通过人物的日常空间实践被不断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结构，而不仅仅是天然

的庇护所。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理论，分析阿德莱德、斯塔与玛丽三位女性

在不同家宅中空间的日常实践，指出以自我封闭为导向的空间实践如何阻断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开放、

以劳动为导向的空间实践则促成家庭与共同体的重建。家宅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被命名为“家”，

而取决于人物如何在其中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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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eet Queen, the home is not merely a natural shelter but a social structure continually produced 
through characters’ everyday spatial practices. Employing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drawing on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spati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aily spatial practices of three 
women—Adelaide, Sita, and Mary—within different domestic settings. It demonstrates how spatial 
practices oriented toward self-enclosure obstruct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whe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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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ractices oriented toward openness and labor facilita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The meaning of the home, therefore, does not depend on whether it is designated as 
“home”, but on how space is practiced with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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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甜菜女王》是路易丝·厄德里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以北达科他州小镇阿格斯为叙事中心，展现

了家庭关系的分裂与重组，以及个体在迁移、劳动与居住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社会联结。 
目前，国内外关于该小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策略、族裔书写、性别议题以及比较研究等方

向，对小说的多重叙事结构、族裔经验与人物关系网络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相较而言，从空间维度

对该文本展开的系统分析仍较为有限，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见于学者李靓的系列文章。李靓从小说的

整体结构、叙事形式与空间书写方式入手，探讨了文本对印第安口头叙事传统及核心文化价值的传承[1]；
同时，她结合人物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与性别空间的建构，分析了厄德里克如何通过空间转换与空间

组织传达一种根植于原住民文化的伦理观念[2]。 
本文关注到，现有空间研究多将空间视为叙事结构或文化象征的组成部分，而较少深入考察空间在

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生成过程，尤其是家宅空间如何通过持续的使用与互动，被实践性地建构为社会关系

的载体。因此，进一步引入一种强调空间实践与社会关系生产的理论视角，对《甜菜女王》中的家宅空

间加以重新审视就尤为重要。空间并非预先存在的中性容器，而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在日常使用、

组织与互动中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并以“空间

三元组”系统阐释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实践指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的具体使用方式；空间表征

体现权力、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空间的规划与定义；而表征空间则关涉个体在生活经验中对空间的感知、

情感与象征性理解。在这三者之中，空间实践构成了连接社会结构与个体经验的关键中介，包括“生产

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集合”，是抽象的空间秩序得以落实、并在日常

生活中被持续运作的基础层面[3]。在此基础上，希尔兹进一步强调了空间实践在空间生产中的核心地位，

指出正是通过日常实践，“空间”被辩证地生产为“人类空间”。空间的这一特性有助于以一种相对凝聚

的方式维系社会延续性，并促进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4]。 
因此，空间不仅塑造了小说故事情节的物理环境，更深度参与了人物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探

讨家宅中的空间实践，对我们深入理解小说文本的内涵也就尤为重要。在传统意义上，家意味着：“能

感知到自身与社会网络、地理环境、宇宙联结之间的关系，并能感受到与直系亲属乃至整个家族血脉的

深切关联。”[5]家宅不仅反映了人物与社会的联系，更是情感、社会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交汇点。我们可

以看到，人物在家宅中的日常实践，与性别、阶级、社会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这些日常的空间实

践，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心理与社会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塑造与重构。这种空间的动态性使得家宅不再仅

仅是静态的庇护所，而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域。 
本文将采用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理论，对《甜菜女王》中的家宅空间进行细致的分析，探讨不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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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实践模式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揭示家宅空间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反映并塑造人物与社会的互动模式。 

2. 阿德莱德：封闭的庇护 

小说中首先呈现的是阿德莱德的家宅空间，这一空间构成了故事发展的起点，也预示着一个家庭支

离破碎的命运轨迹。 
在小说开篇，叙述者这样描述阿德莱德和她的两个孩子的住宅：他们“惬意地生活在草原湖边一幢

偏僻的、孤零零的白房子里”[6]。这座房子坐落于草原与湖泊之间，自然环境优美，当然不是什么贫瘠

之地。阿德莱德也拥有美丽的丝绸长裙和宝石项链，优渥的物质条件使她的生活表面上显得从容而体面。

然而，这种惬意从一开始便建立在“隔绝”的基础之上。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她几乎不与外界发生日常接

触，家宅空间被压缩为仅容纳她与两个孩子卡尔和玛丽的封闭场域。 
这里唯一的访客是有妇之夫奥博先生，一个在明尼苏达州拥有一整个县的麦地的富翁，但他的来访

始终带着隐秘性，“每周只来两三次，都是深夜来，把车停在谷仓里”[6]。这种隐秘的往来进一步强化

了其家宅空间的封闭属性。为维系这段关系，阿德莱德主动接受并加固了这种空间隔离，使住宅远离亲

属与邻里，也远离任何稳定的社会目光。 
家宅原本是传统意义上承载社会联结的场所，但阿德莱德的空间实践模式将其转化为高度私密且排

他的封闭空间，直接导致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持续崩塌。她与家乡的亲人缺乏日常往来，与邻居也几乎不

存在互动。她的家宅逐渐演变为隔绝外部世界的屏障，再也无力承担维系关系与传递情感的重要功能。

她的家庭也因失去了社群支持，被置于极端脆弱的状态之中，只需一点意外就会分崩离析。 
然而，这种封闭性的空间选择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性格或道德层面的失误，而应放置在其所处的

社会与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作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单身母亲，阿德莱德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也难以

获得持续的社会支持。家宅在此不仅是生活场所，更承担着抵御外部风险、维持基本生存秩序的功能。

在这一结构性困境下，封闭与隔离并非单纯的逃避，而是一种在高度不确定的现实条件中试图获得控制

感与安全感的空间策略。 
当奥博先生意外离世后，其妻子继承全部遗产，阿德莱德原本依赖的生存秩序随之崩塌。由于对草

原湖边的住宅缺乏任何法律或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权，她被迫迁移，在双城租下一间狭小的公寓。这一空

间转换并未为她提供新的稳定住宅，反而将她置于更加不确定的生存状态之中。与此前相对封闭却看似

安稳的湖畔住宅不同，租赁的公寓象征着临时性、流动性与持续的生存压力。在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

她屡次求职受挫，社会现实与空间危机共同作用，逐步压缩她的生存空间。最终，她迫于经济压力偷窃

了房东的一打银汤匙，也因此遭到驱逐，连这处暂时的居所也随之失去。正是在这一连串由经济困境、

身份边缘化与空间不稳定共同构成的压力之下，阿德莱德的空间实践逐渐失去回旋余地。在走投无路之

际，阿德莱德作出了一次极端的空间实践选择。她在义卖会上与表演飞行的奥玛大师一同离开，抛弃了

三个孩子。就在她离开的当晚，刚出生的小儿子被陌生人抱走，她脆弱的家庭关系由此彻底瓦解。 
三十二年后，阿德莱德再次出现在小说中，她在家宅中的空间实践模式依然延续着高度孤立和隔离

的特征。此时她的住所是佛罗里达的一家观鸟店，“最近的邻居也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6]。店内那座

巨大的铁笼成为理解这一空间状态的关键意象，“黑色的轮廓与珠灰色的天空形成对比”，笼中的鸟“在

笼子里跳上跳下，想挑战笼子的极限”[6]，最终却只能唱唱歌，吃吃食，接受被囚禁的现实。 
鸟笼与观鸟店构成了一组层层递进的空间隐喻。鸟笼代表着直白可见的物理束缚，而观鸟店本身，

早已变成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生活场域。阿德莱德长期栖居其中，与亲人和社群保持距离，就像笼中

的鸟儿，被局限在狭小的活动范围里难以挣脱。不同于早年因经济压力所迫而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

此时的她已不再尝试重建任何社会联系，反而慢慢接受，甚至主动维持着这种封闭状态。这种空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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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是持续积累的精神压抑。长期隔离已经造成了她内心的严重失衡，她的痛苦“像雨水一样越积

越深”[6]，只能通过踢东西、咒骂、砸电视等行为宣泄出来。 
阿德莱德的空间实践，似乎始终重复建构各类封闭居所。从草原湖到双城，再到最南端的佛罗里达，

阿德莱德不断迁移、脱离亲缘与土地的空间实践，亦可被视为现代性力量侵蚀传统社群结构的隐喻。她

一次次走进那些看似安全、实则与世隔绝的家宅，从未在其中培育出任何稳定且可持续的社会关系。这

些居所既没成为情感交流的港湾，也无法变成社群互动的纽带，反而不断强化着她孤立的状态与人际关

系的断裂。在这些封闭空间里，她几乎不可能修复或延续她与亲友的关系，无论是和伴侣的感情，还是

与子女的联结。最终，这种持续脱离社群的空间实践，彻底阻断了她几乎所有社会关系的维系与重建，

让她渐渐被所有人遗忘。 

3. 斯塔：隐匿的依附 

作为阿德莱德的外甥女，斯塔很大程度上复刻了阿德莱德的空间实践。她同样追求封闭的家宅空间，

依赖男性定义自己的居住状态，在空间中陷入心理的封闭与情感的孤立。这种相似的实践模式展现了父

权社会中女性空间实践的典型困境：当女性的住所主要通过婚姻和经济依附来实现时，她们的家宅空间

便容易重复封闭与孤立的循环。 
斯塔与玛丽一同在肉铺长大，但肉铺的开放空间从未让她产生归属感，反而让她将独立误解为对他

人和关系的回避。她渴望的，是“一个人住一套现代公寓”[6]。这个幻想，背后隐藏着她对独立的个人

空间的追求。她不想与父母共同生活，也不愿与表妹玛丽经营肉铺，而是希望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

不被他人打扰的空间。这种对个人空间的渴望，事实上更多地指向一种对自主生活的追求，而非单纯地

逃避关系。正因如此，斯塔在早年的人生阶段，曾短暂地尝试过另一种空间路径。 
在结婚之前，她曾在法戈市作为一名时装模特工作长达十年。在与男友的交往过程中，她也反复申

明自己具备独立谋生的能力，并不需要依赖婚姻维持生计。这段经历表明，斯塔曾在城市空间中短暂获

得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并非始终处于经济或行动上的被动状态。 
然而，在婚后，斯塔并未继续沿用此前通过劳动维持独立生活的空间路径，而是依托婚姻获取稳定

居所。她居住时间最久的蓝山镇房子，就是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分得的补偿。这座房子是蓝山唯一的新

房子，“是幢高大的白色建筑，有十个房间，上下两层”[6]，外表气派、宽敞，与阿德莱德草原湖畔的

白房子形成视觉上的呼应。这两座房子同样是被男性定义的空间，维持着相似的封闭、孤立的状态。斯

塔搬去后，从未邀请玛丽和塞莱斯汀吃过一顿饭，她们甚至无从得知她屋里是什么样。对于玛丽和塞莱

斯汀而言，这座美丽的房子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这种空间上的接近与情感上的疏离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只注重通过获取更多的物质财产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却在这个过程中切断了与亲友的情感联系。 
当这种以封闭和回避为核心的空间实践持续运作时，它最终指向的，便不再是斯塔理想中的私人空

间，而是更为彻底的自我隐匿。当玛丽和塞莱斯汀前来探望病重的她时，斯塔并没有选择与亲人共度时

光，而是躲进了地下室。这个空间在任何时候都是昏暗的，这一物理特征正映射了她的心理状态：缺乏

光亮、生机与向外展开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空间“为每栋房屋提供了所需的隐秘空间，因此它难

以被视作对任何闲杂人等都敞开无遗。换言之，整个存在不至于暴露在他人的视线与审视之下”[7]。斯

塔选择主动退入地下室，是为了进入最隐蔽的空间，最大程度避免他人的目光。从表面上看，这一选择

可被理解为斯塔在有限空间条件下，试图重新掌控自身生活节奏的尝试。通过主动占据地下室，斯塔暂

时摆脱了来自亲人探视与情感期待的压力，在家宅中为自己划定了一处不受打扰的区域。 
然而，这种看似主动的空间占据，并未真正改变空间本身的属性。这个地下室曾长期作为斯塔两任

丈夫的活动空间。第一任丈夫吉米喜欢在这里喝酒娱乐，第二任丈夫路易斯则时常在这里做实验。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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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他们待过的痕迹，就好像是他们共有的纪念馆。尽管斯塔试图搬入自己的物品，并由此“产生

了拥有此地的错觉”，但她只是“误解了自己作为女性在男性主导世界中的处境”[8]。她以为自己通过

占据地下室掌控了这座房子，实际上却进入了一个早已被男性历史与实践所定义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

地下室并未赋予她真正的空间主体性，反而进一步揭示了她在婚姻与家庭结构中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

她躲进地下室的实践，既是对亲人关怀的回避，也是对这一空间困境的消极接受：当她无法在开放空间

中建立关系，只能在封闭空间中完成生命的终结。 

4. 玛丽：开放的联结 

与阿德莱德、斯塔的封闭空间实践不同，玛丽在阿格斯镇的肉铺空间，构建了一种“开放-联结”的

空间实践模式。 
玛丽的肉铺，从物质形态上就体现着开放的逻辑：它只有一层，没有斯塔白色房子的气派，却有着

店面、后院、花园与牲畜棚相互连通的空间结构，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共同体。店面是面向社区的公共

劳动空间，顾客可以在这里聊天、购物；后院和花园是面向亲人的私人情感空间，玛丽可以在这里休息、

思考；牲畜棚则是连接劳动与生活的过渡空间，人们可以看到“牛羊在围栏的阴影下走来走去，在枕木

中时隐时现”[6]。正如路易斯·欧文斯所言，“对万物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性的认知，以及通过故事阐

释事物规律的必要性”是美国原住民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特质[9]。玛丽的肉铺正体现了这种开放、联结的

特质，其中的各个区域彼此连接，打破了传统家宅中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若将这一空间实践置于厄

德里克的原住民写作语境中加以考察，玛丽所构建的家宅则进一步呈现出一种被内化为叙事结构的原住

民空间伦理。厄德里克并未通过显性的文化符号来标注原住民身份，而是将族裔经验转化为一种开放的

空间组织方式，由此呼应了“‘万物之母’要求所有子孙践行的合作与共享精神”[10]。 
正是在这样的开放、联通的空间中，玛丽得以展开与过去不同的日常实践。在经营肉铺的过程中，

她不断接纳他人，生产并再生产着社群关系。玛丽初到肉铺时，通过每日准备早餐、分担家务等日常实

践，试图以功能性的价值确保自己不被姨妈再次抛弃。这些看似平凡甚至功利性的实践，是她建构新的

关系的积极尝试。在肉铺的日常劳作中，玛丽逐渐与弗里兹重建了母女关系，与塞莱斯汀建立了深厚友

谊，更与整个阿格斯镇的居民建立了广泛的情感联结。她的肉铺不再是孤立的家宅，而是社群网络的节

点，联结着所有阿格斯镇居民的情感。在这种开放、流动的空间实践中，玛丽逐渐治愈了被母亲抛弃的

心理创伤，重建了对家庭和社群的归属感。 
不仅如此，当家庭空间与劳动空间发生重合时，其社会性意义也随之显现。在西方话语中，男性的

劳动常常发生在开阔、明亮的户外，而“妇女的劳动都是在室内暗的区域进行”[11]。这种划分反映了一

种长期存在于西方话语中的性别化社会分工与空间想象：女性的劳动往往被限制在低可见度、低流通性

的空间之中。然而，玛丽的肉铺空间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性别空间分工。她通过屠宰、烹饪、经营等劳动

活动，将家庭生活与生产活动安置在一个高度开放、可进入且持续运作的空间之内。在这一意义上，玛

丽并非简单地走出家庭，而是通过改变家宅的空间组织方式，使其具备了承载社群互动与情感交流的能

力。她由此获得了对空间的实际主导权，不再依赖他人为其界定居住与生活的意义。 
我们还需要注意，玛丽通过劳动拓展空间的关系网络，并不意味着她以某种外向的空间功能取代了

家庭生活本身。肉铺后院的树林，正是这一联结得以维系和深化的关键场域。这片桑树、常青树、野生

李子树和雪松交织生长的树林，充满了亲人的生活痕迹。姨夫收集的旧物、姨妈栽种的树木，这些遗留

的物品将逝去的美好时光保存在这里。在这一具有高度可进入性却又不完全暴露于日常流通中的空间里，

玛丽得以将经营肉铺过程中积累的压力与消耗，重新转化为情感与亲缘的积蓄。个体经验不再被孤立地

承受，而是通过空间被安置进家族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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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玛丽置身于树林中，“呼吸着针叶和阔叶的香气”时，亲人的温暖便会通过空间得以延续，使她

想起了与哥哥卡尔分别的场景：“他伸手折树枝，将树枝上的白花拉到面前，细嗅花香。”[6]这根被折

断的树枝，成为家庭破碎的空间符号，象征着兄妹关系的断裂，也暗示着家庭纽带的瓦解。但紧接着，

她看到了塞莱斯汀，她“张开双手想抓住什么，身体比卡尔消失前抱住的那棵树还要结实”[6]。塞莱斯

汀的“结实”与树枝的“断裂”形成对照，预示着破裂的亲缘关系有被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塞莱斯汀的

加入，将为破碎的家庭注入新的力量。这最终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卡尔与塞莱斯汀的孩子多特出生，玛

丽与这个孩子构建起新的亲缘关系。 
由此可见，玛丽的后院并非劳动的对立面或退回之所，而是一个连接劳动、记忆与关系的空间节点。

玛丽通过积极构建开放而连通的家宅，使家庭记忆得以保存、亲缘关系得以更新，从而实现情感与社会

关系的再生产。 

5. 结论 

《甜菜女王》对家宅空间的描绘十分细致，充分呈现了空间实践对人物命运与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

阿德莱德与斯塔的空间实践显示，过度封闭、隔离的家宅往往限制人物与外界的互动，强化情感与心理

的孤立，使家庭关系逐渐瓦解。她们的空间选择更多地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与安全感，在相当程度

上忽视了社会联系的延续，因此使家庭置于脆弱的状态。相较之下，玛丽构建的开放型家宅，则展示了

空间实践的创造性潜力。她将家庭生活、劳动与社区互动融合，打造了店面、后院、花园与牲畜棚相连

通的流动布局，使家宅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关键节点，也为原本破碎的家庭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建立

了新的情感联结。 
阿德莱德、斯塔与玛丽三位女性的空间实践，呈现了空间与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

机制，为理解家宅空间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鲜活而深刻的案例。家宅不再是传统解读中静态的物

理住所，而是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的动态生产场域。空间的开放或封闭、连接或隔离，直接

塑造了人物的社会身份与心理状态，也影响了家庭和社群关系的延续。通过家宅中的空间实践，人物有

可能加深孤立与断裂的状态，也可能重构社会关系与情感链接。正是在这种不断被实践、被重塑的家宅

空间中，《甜菜女王》将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对家庭、社群与社会关系的深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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